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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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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仅需要着眼于组织和制度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立足于基层党组织的文化

育人使命，以文化人，促进人的现代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文化使命包含三重进路：从国家发展的

层面来说，需要通过提升社区民众的意识形态认同和制度认同以增进国家认同；从社会发展层面来看，

需要通过培育社区民众的公共精神和重塑其个体观念以增进社区的公共交往；基于个体发展的视角，

需要通过睦邻文化的塑造和社区情感关系网络的构建以满足社区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党建引领

社区的文化建设，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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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22)。厚植

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在促

进物质全面丰富的同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党的重要使命任务。丰富人民

的精神世界必须着眼于文化建设，实现文化育人

并落实在人民的生活实践中。这是因为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视域中，人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人在本

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总是处于一定

社会关系中，受社会关系的塑造。在现代社会，

社区是个体日常生活的场域，个体在社区当中进

行政治参与和公共交往，受到社区文化环境的熏

陶，与社区居民展开各种情感和文化往来。社区

是塑造人、影响人发展的基础空间。因此，促进

社区精神文化发展，以文化人，实现人的现代化

必然成为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的重要文化使命。 

 

一、社区党组织文化使命的提出 
及其意义 

 
(一) 社区党组织文化使命的提出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文化使命是新时代对

基层党组织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强调：“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2](59)，其中“德

治”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文化向度。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强调，“将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

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3](65)，这其中包含党

对基层文化领导的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要“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1](67)，进一步强调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过程中包含文化建设在内的任务。 
从既有研究来看，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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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多集中在组织制度的重塑方面。一些研究强调

基层党建通过发挥政治权威实现了整合基层党

组织、协调基层主体关系的目的，认为社区治理

以党建引领的方式实现了“超行政治理”[4]，建

立了联结多元主体参与的枢纽型组织[5]，形成了

“聚合性治理”“党建联合体”[6]。另一些研究认

为，党组织通过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体系嵌入

基层社区，不仅提升了自身的基层治理能力[7]，

还实现了党建引领社区的党员关怀机制、居民自

治机制、权责能匹配机制等制度机制的创新[8]。

不难发现，上述研究都强调了执政党引领基层治

理的政治使命，即执政党以超脱性的政治权威打

破行政机制的常规运行，将自身的政治权力和权

威下沉至基层，以达到整合基层社会、推进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目的。 
此外，有研究在探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困境

的过程中发现，共识不足的问题制约了基层治理

效能的提升，提出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大众化的方式来引领基层共识的重塑[9]。这实际

上反映了基层治理对文化建设的需求，单纯的组

织制度创新不能完全解决基层治理问题。还有一

些研究从不同层面探讨了社区文化建设问题：有

的关注了国家层面的文化建设，主张通过社区文

化创建来增进基层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认同[10−11]；有的关注了公共层面的文化发展，主

张通过社区公共文化建设来强化集体认同，以促

进社会公共交往和社区公共事务参与[12]；还有的

关注了个体层面的文化需要，强调通过社区文化

建设来满足居民的文化需求，愉悦居民的身心[13]。 
综上所述，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仅

靠党建引领实现对基层的组织和制度嵌入是不

够的，不足以激活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基

层党组织还应当担负起基层社区文化建设、以文

化人的使命，这也是破解当前基层党建引领存在

的共识和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的必然选择。我们

认为，在已有的社区文化建设研究的基础上，可

以综合地从国家发展、社会发展、个体发展三个

层面探讨基层党组织的文化引领的实践路径。人

的现代化也正是从这三个层面得以推进的：在国

家层面，增进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认同；在公共层面，提升基层民众的公共

交往和公共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在个体层面，

帮助基层民众积极吸收和谐健康的文化，丰富个

体的精神世界，以满足个体的情感发展需求。 
(二) 社区党组织承担文化使命的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

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

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

者”[14](44)。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扎根基层的

抓手，必须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自觉担

负起引领基层文化发展的职责，全面承担起文化

建设的使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延安文艺

座谈会，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双百”方

针的提出；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再到新时代

的文化自信、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始终对担负

的文化使命高度自觉自为，基层党组织积累了丰富

的文化工作经验，有能力担负起基层社区文化建设

的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要“坚持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要“丰富人民精

神世界”，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1](23,43,54)，

这些都需要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去推进落

实。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需要在基层社会得以巩

固，增进人民对其的认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

需要提升公民的公共参与自主性和积极性；丰富人

民的精神世界需要创建契合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

由此可见，基层党组织必须主动担负起国家、社会、

个体三个层面的文化引领使命。 
基层党组织引领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从国家层面来说，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基层

治理，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资本主义

文明是资本驱动的产物，其发展过程是资本的增

殖、扩张过程，人被资本所奴役宰制，产生了一

系列现代性弊病。中国之治的创新性就在于社会

主义逻辑对于资本主义逻辑的超越[15]，因此必须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

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基层党组织主动引

领社区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既可以巩固马

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又可以增进基层民众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进而夯实中国之治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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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从社会层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

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的浪潮，传统

单位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瓦解，个体由集

体人成了原子化的自由人。市场经济的冲击瓦解

了传统社会的共同价值观，使传统社会个体间的

有机团结转变为机械团结，个体主义、功利主义

盛行，个体容易陷入情感异化、文化异质、共识

匮乏的社会交往困境中，引发众多的社会问题。

社区治理中存在的诸如车辆乱停放、环境脏乱差

等问题看似与文化因素无关，却在深层次反映着

公共精神的缺失、公共文化滋养的缺位。基层党

组织主动培育社区公共文化，则可以使社区居民

在公共文化的熏陶下，抑制公共交往中的自私、

利己主义倾向，有助于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公

共利益的捍卫。从个体层面来看，现代人的生活

主要限定在封闭的和人际关系冷漠化的城市社

区，基层民众的情感交往式微，个体日益孤立化。

个体的孤立使个体的情感与心灵缺乏依凭，归属

感和认同感匮乏。社区作为个体生活的重要场

域，需直面基层民众现代生活的困扰，基层党组

织创造愉悦身心的文化氛围可以满足精神文化

需求，丰富其精神世界，给社区民众生活提供情

感依托。 
 
二、社区党组织在国家发展层面的 

文化使命 
 

社区党组织在国家发展层面的文化使命，集

中表现为推进国家认同。国家是“想象的共同

体”，国家认同不仅是一种族群认同，更是一种

文化认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展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

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指导地位”[1](43)。这表明，在当代中国

增进国家认同，就是要增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一) 坚持社区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增进对

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认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领导者、建设

者，自党成立以来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

建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致力于传统文化

的现代化转型，再造现代中华文明。这些努力只

有深深扎根于基层，厚植于民众，才能转化为强

大的现实力量。一方面，党引领社区治理的过程

是党的组织网络下沉、渗透进基层社区的过程，

也是执政党在基层建构政权合法性、引领社会核

心价值观建设的过程[16]。在这一过程中，基层党

组织要通过“意识形态前置”[17]的策略，不断提

升不同群体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的认

同。另一方面，在传统基层文化共同体瓦解后，

现代城市社区场域中缺乏文化认同，各种亚文化

相互交织，西方意识形态不断渗透。如果基层党

组织不能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引领，社区

治理就有可能产生共识撕裂的后果，社区文化阵

地有可能被封建势力、宗教势力、反社会思潮等

占据。 
社区党组织担负文化使命必须掌握文化领

导权，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增进群众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认同。基层党组织要强化主流意识形

态引领，为整体文化奠定主基调，即要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底色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产

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奉献精神”“劳

动精神”[1](44−45)等先进文化取向。这一过程是作

为国家代表的执政党将自身文化价值灌输进社

会的过程，集中体现着文化使命的社会主义面

向。此外，引领社区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也是在

夯实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层根基，因为人类文明

新形态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

文明形态，增进基层民众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即

是增进了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同感。也正因如

此，增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这一文化使命坚定了

基层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具有重要的文明

意义。 
执政党增进基层群众意识形态认同主要有

两种方式：其一是通过社区工作中的政治宣传教

育。基层党组织向基层党员干部和社区群众宣传

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其进行理论学习，并做好舆

论的宣传引导工作的内容往往由经典著作、学习

材料、政策法规、中央文件等文本中的具有鲜明

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所构成的。以“党的领导”

“为人民服务”“先锋模范”等为代表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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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质上是承载执政党政治文化价值观的抽象

符号，具备高度的政治性。其二是通过社区精神

文明创建与社区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潜移默化灌

输。这种方式本质上是通过一系列活动载体和物

质载体承载意识形态，将抽象的话语转化为具体

形象的活动和实物，因而更能深入人心。社区党

组织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社区文化广场、社区书

屋、红色资源展览等物质载体，以及道德模范评

选、志愿服务表彰、社区文化建设等活动载体，

间接地传递党的意识形态，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增

进社区民众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 
(二) 塑造良性政治参与文化，增进基层民众

对国家的制度认同 
良性政治参与文化是人民群众在基层民主

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健康向上的政治意识、价值观

念，属于微观层面的文化，且一经形成就会潜移

默化地规范并引导民众的政治行动，促进政治参

与的文明理性、和谐有序、积极自觉，使人民的

利益诉求在政治参与中得以实现，从而在微观的

政治参与层面实现对国家的制度认同。这种制度

认同也是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支撑，基层民众正

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与参与中，

不断内化制度中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层次认同。此外，

中国共产党在引领社区治理中面临着如何协调

多元治理主体、如何平衡民主协商和秩序效率、

如何激活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等问题，这些问题

的解决也都需要一种良性政治参与文化的引导。 
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中国之治”的独特优

势，这种“治”在基层文化建设方面反映着中国

共产党在引领基层社区政治参与中的治理效能，

以及随之不断生产的良性政治参与文化。党的基

层文化使命意味着要自觉引领塑造基层良性的

政治参与文化，不断彰显中国之治的优势。所谓

良性政治参与文化是指合作型、协商型的文化，

是指多元主体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可以在基层党

组织的主导下进行协商、求同存异，展开合作，

实现多元共治。与此相对的则是西方的竞争型参

与文化，它的核心是强调利益团体的博弈与均

衡，这种文化带有“弱肉强食”的特征，且常常

导致政治极化[18]。党的基层文化使命就是要塑造

出实现民主协商和秩序高效统一的良性政治参

与文化，为中国之治夯实文化基础，在参与文化

氛围下增进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效能感。 
塑造良性政治参与文化的关键在于，基层党

组织能够引领基层社区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有

意识地引领良性政治观念的形成，从而自觉建构

起系统的政治参与文化，规范和引导主体行为方

式。具体来说，政治参与文化产生于基层民主的

协商过程，民主协商贯穿于基层选举、决策、管

理、监督等各环节，基层党政机构、社会组织、

市场主体、居民等各方参与其中，主体间沟通交

往的过程即是文化观念生产的过程。基层民众在

民主协商过程中，能逐步形成以解决民生问题为

导向、以求取共识为目标、以和谐团结为价值的

共识信念。基层党组织所需要做的是，将这些不

断生产出的共识信念进行体系化表达，自觉进行

文化塑造和文化宣传，从而完成良性政治参与文

化的塑造。 
 
三、社区党组织在社会发展层面的 

文化使命 
 

公共领域联结国家政治生活与个体日常生

活，是个体与国家力量相互沟通的重要枢纽。在

现代社会，公共性缺失问题不仅阻碍着政治参与

的良性发展，滞塞良性政治文化的塑造，而且不

利于个体的全面发展。社区党组织社会发展层面

的文化使命，是需要唤醒基层社区的公共精神，

超越个体自利的狭隘性，重塑个体观，在群己统

一中打造社区公共性。传统个体观是在与他者的

区分中确定自我，使个体与共同体陷入对立状

态，这是公共精神缺失的深层次原因。新个体观

应当在文化实践、交往实践中冲破个体与他者的

二元对立，认识到个体间的共生共存、群己间的

和谐统一。 
(一) 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引领公共交往 
公共精神是指个体关心公共事务，能够达成

个体间的集体行动，正常有序地参与公共进行活

动[19]。公共精神处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框架下，

秉持公平正义价值理念，怀有公共责任担当意



政治与社会研究                              冯霞，简智荣：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文化使命 

 

149

 

识。马克思指出，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

全面发展。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已由“物质文明

治理、制度文明治理”转向“以居民现代化为目

标的以人为本治理阶段”。培育民众的公共精神，

鼓励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使其在公共交往中超

越个体的狭隘性，实现全面发展，这是个体实现

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路径。公共性缺失是当前社区

治理的突出问题，制约着社区的自治和公共事务

的开展。这种缺失一方面源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

主义盛行、功利主义泛滥、目的工具理性主导个

体思维、交往理性缺失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

于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的缺失。公共精神无法自发

形成，需要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建构，因此

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必须自觉引领社区公

共精神的培育。 
公共精神是公众在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一种交往理性。与交往理性相反的是当前社会个

体普遍秉持理性思维，在这种思维下，个体追求

私利，主体间所呈现的是霍布斯所言的“每个人

对每个人的战争”图景。个人只见私利，难见公

意，会导致社区出现人际关系冷漠、对公共事务

态度淡漠等现象。在公共精神所具有的交往理性

思维下，公共意识将取代私利意识，个体将超越

自身，关注到他人的利益和共同利益。公共精神

的培养应具有三种载体：一是主体，即个体应当

承担公共角色，例如个体作为社区代表、作为社

区团体成员、作为社区集体活动的参与者等等，

都需要处于一定公共关系之中，从事公共交往活

动；二是活动载体，即社区必须有公共活动存在，

如社区的选举、决策、管理，社区的文体活动等，

使个体在参与公共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巩

固公共意识；三是空间载体，即需要一定的公共

空间提供公共交往场所，使个体可以在其中协商

管理公共事务、制定一定的自治规章等，为公共

交往的展开提供空间基础。 
公共精神构建的关键在于如何增进居民间

的公共交往。基层党组织需要凭借庞大组织网

络，联结各类主体，为公共交往提供可能性。社

区党组织可以以党建为切入点，将党群联络室等

党建基础设施转化为社区公共交往的场域，将各

类党建活动转化为社区公共交往的载体。一方面

在公共场域里坚持社区民生问题导向，召集居民

就社区公共事务进行诉求表达，主持不同主体间

的对话协商，在公共参与训练中生产公共精神；

另一方面在公共场域进行公共文化建设，党组织

牵头举办喜闻乐见的党建文体活动、社区志愿服

务活动，供给公共文化和公共服务，潜移默化培

育社区的公共性。此外，作为公共精神的重要依

托，基层党组织要引导社会组织发育，将社区居

民组织调动起来，对居民进行现代公民教育，通

过宣传学习活动提高居民的参与能力。 
(二) 重塑个体观念，引导个体与共同体和谐 

统一 
建构公共性的根本在于超越个体主义的狭

隘性，重塑个体性，使个体与共同体实现有机统

一。如果说公共精神构建是公共文化使命的共同

体逻辑，那么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就是公共文化使

命的个体逻辑。构建公共精神除了要正面建构公

共文化之外，还需从根源上重塑个体文化，使个

体具备公共性。促使个体全面发展的意义在于，

使个体冲破单向度，以主体间性取代个体孤立

性，使个体成为相互联结的个体，由此具备公共

性。在市场逻辑下，个体深受物化结构影响，日

益成为单向度的人，社会关系全面异化。所以，

现代化的社区治理需要通过党的基层文化建设

来治愈个体主义的弊病：建构社区公共文化，为

孤立的个体提供共同体依凭，使其在社区共同体

中获得全面发展。 
社区居民个体的全面发展，一方面意味着在

社区的公共交往实践中，个体居民会摒弃功利思

想，通过协商求同存异，在集体行动中以主体间

性取代个体孤立。在社区的公共文化环境下，居

民个体通过协商参与充分表达个人的诉求，不仅

会使其利益诉求获得集体依凭，使其集体参与能

力、协商能力、交往能力等得到充分的训练，还

可以使其增添集体认同、树立责任意识。另一方

面意味着在社区公共文化的浸润下，个体居民的

思想境界得到全面提高，会将社区看成是相互联

结、和谐统一的集体，进而将个人的利益追求和

社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关键是塑造居民间相互

依赖的群己关系。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居民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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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和其自我实现的需求。社区党组织需要通

过组织主题党日的教育宣传、社区文化建设等活

动，为居民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另一

方面，要把社区居民看成共同体，通过党组织引

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在个体诉求表达和社区公

意形成的过程中，认识个体利益的实现与共同利

益的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基层党组织需要 
通过党建活动，宣传引领互依性群己文化，克服

居民的个体功利主义。具体来说，社区文化建设

要以党建为契机，开展树立先进典型、道德模范

评选、文明创建等活动，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群

己观。 
 
四、社区党组织在个体发展层面的 

文化使命 
 

现代社区治理要致力于实现人的现代化，以

人为本，不能仅限于注重组织制度的优化，还必

须重视个体居民的情感体验，满足个体居民的精

神发展和情感需求。社区党组织个体层面的社区

文化使命主要是立足于日常交往，奉行生活化逻

辑，重视个体居民的情感体验。提升个体的精神

境界有两重进路：一是要塑造睦邻文化，在生活

场域中给予个体精神归属；二是要培育社区居民

间的情感关系网络，搭建个体间的情感纽带，使

个体在交往中，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 
(一) 塑造睦邻文化，提供个体精神依归 
古代基层是以村落宗族为单位，是敦亲睦

邻、忠孝节义、守望相助、安定和谐的血缘宗族

共同体[21]。个体在其间互助互惠，生活风险得到

分担和化解，个体的情感需要得到充分满足。这

种血缘文化共同体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被逐渐瓦

解。在充满流动性的社会里，个体缺乏情感依凭，

对社区无法产生归属感，由此制约居民参与社区

事务的积极性。因此，再造睦邻文化、满足居民

情感需要、为个体居民生活分担风险刻不容缓。

再造不是对传统睦邻文化的简单再现，传统的睦

邻文化存在一些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契合的价值

观。再造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现代问

题为导向，对传统睦邻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再造睦邻文化，一方面，要对传统的忠孝节

义等文化成分进行创造性转化，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使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时

代问题相适应。例如孝文化可以向养老文化转

化，使之服务于当今社会老龄化，作用于社区养

老。另一方面，要结合现代化需求等对传统睦邻

友好、守望相助等文化成分进行创造性发展。例

如，利用社区志愿服务等为守望相助注入新内

涵。睦邻文化旨在消除城市社区当中的人际关系

陌生化，以和谐邻里关系和邻里文化克服现代社

会中的社会关系异化，舒缓个体面临的现代性困

扰，为个体提供情感寄托。由此可以塑造柔性的

情感文化环境，减少功利文化的影响，弥合不同

群体间的利益和共识间隙，缓解个体间的矛盾冲

突，创设和谐稳定的社区生活环境。这种情感纽

带和和谐关系的构建，对于塑造互依性群己关

系、建构社区公共性、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增进

居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等都能提供强大的内生

动力。 
城市社区无法自发形成睦邻文化，基层党组

织需要以党建活动为引领，自觉塑造现代睦邻文

化。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工作期间居住的深

田社区就是在基层党建的引领下，开展社区志愿

服务，守望相助，逐步形成了“远亲不如近邻”

的“近邻”文化。塑造现代睦邻文化，一方面，

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引领，宣传传统的优

秀睦邻文化。例如结合社会主义的和谐价值观，

通过创办和谐文化长廊、开展和谐文化主题举行

党建活动等，宣传传统的和谐文化、睦邻文化。

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现实活动载体塑造社区集体

情感体验，不断为睦邻文化注入现代内涵。例如

通过打造社区养老品牌、举办重阳节节日庆典、

帮扶关爱社区孤寡老人等，倡导尊老敬老，推动

传统孝文化向现代养老文化的转变。同时以对弱

势群体的关爱为切入点，为社区居民注入温情的

情感体验。此外还可以依托社区广场舞、社区结

对帮扶、社区兴趣社团等交往实践，使个体居民

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生产情感，以推动社区睦邻文

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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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构建社区情感关系网络，满足个体情感

需求 
文化需要基于持续性的实践才能不断发展

创新建构。睦邻文化给予社区居民个体精神归

属，但是睦邻文化需要依托情感纽带维系，才能

不断再生产。所谓的情感纽带，就是社区的情感

关系网络，它内嵌于社会人际关系结构当中，通

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表现出来，可以促进与人之

间的信任与合作。现代城市社区普遍面临着社区

居民公共活动参与不足、社区认同缺乏等问题，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代社区生活使用居民缺乏

情感纽带，换言之，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不足，社

区居民更多的是一种地理空间上的机械组合，而

不是情感心理上的有机团结，因而难以自发形成

集体行动。情感关系的缺场，会使情感文化的塑

造丧失主体间性，无法构建个体间的情感网络，

从而成为一种形式上的文化创建活动，无法深入

个体的情感世界。 
社区情感关系网络培育的具体目标是打造

社区熟人社会，构建社区社交网络以联结不同的

家庭住户，帮助社区居民营造守望相助、远亲不

如近邻的情感体验，生产出信任、共识、认同、

互惠的社区交往规范。这一情感关系网络强调的

不是社会普遍意义上的人际交往，而是社区生活

场域中的日常亲密往来，要以日常互惠的情感体

验为基础，以生活交往中形成的情感纽带为关

联，编织社区情感关系网络。具体来说，社区情

感关系网络培育需要一定日常交往空间作为基

础，因为交往总是在一定物理空间中进行；需要

以情感卷入和身体卷入为两翼，以营造社区集体

欢娱实现居民情感卷入，以组织社区团体建设实

现居民身体卷入；需要以持续性互惠行动为情感

加深找到突破口，实现居民身体情感的双重卷

入。社区情感关系网络提供的信任和共识可以冲

破人际隔阂，降低个体间的协商成本，促进集体

行动的形成，有助于社区公共性建构和自治水平

的提升。所内蕴的主体间性和交往逻辑，有助于

缓和个体间存在的矛盾冲突，对于树立交往理

性、促进现代交往和谐发展、实现人的现代化具

有重要意义。 
首先，只有频率足够高的交往才能搭建起个

体间的情感纽带，实现熟人化，特定的空间安排

才可以为日常交往创造更多的机会。因此基层党

组织要注重党建场所在日常中的社交功能，打造

社区花园、党群活动室、阅览室等交往空间，提

供必要的休闲娱乐设施，为居民日常交往接触创

造条件。其次，身体卷入和情感共鸣可以拉近个

体间的心理距离，跨越熟人门槛。基层党组织可

开展一些大众通俗的党建活动，如广场舞、美食

节、社区节日庆典等，帮助社区居民的集体欢娱。

同时从兴趣社团入手，引领社区团体的组建，加

深居民间的日常交往。最后，居民互惠可以带来

自我实现感和日常生活的温馨感，分担现代生活

中的个体风险，真正塑造出守望相助、远亲不如

近邻的行为规范和情感体验。社区党建可以发挥

党员模范作用，引领社区志愿服务队伍创建和爱

心活动的开展，如党员爱心义卖活动、“春苗计

划”的爱心午餐活动、“红袖章巡逻队”、帮扶老

弱群体等，从而引导居民间的互惠行动。 
 

五、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愈加重视基层治

理，国家治理重心不断向基层下移，“党建引领”

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路径和基本逻辑。进一

步探讨“党建引领”中所应践行的文化使命，主

要有四重意蕴。一是以文化治理丰富“党建引领”

内涵。“党建引领”不仅意味着对基层组织和制

度的重塑，还意味着引领基层文化发展，主动塑

造人民群众的主观世界，以文化人，激活人民群

众参与基层治理的自主性。二是以人的现代化加

深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解。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仅仅意味着实现

制度的现代化，更为根本的在于实现人的现代

化，要增进人民美好生活体验、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只有作为治理主体的人实现现代化，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能真正现代化。三是以中国

式现代化发展大局拓展基层治理视野。基层治理

情境绝非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大局无关的纯粹

技术性事务，基层治理中的文化使命植根于中国

式现代化内蕴的以人民为中心、丰富人民精神世

界等价值规定。基层治理要超越单纯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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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技术视野，拔高站位，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相贯通。四是以文化使命彰

显“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西方治理受资本逻

辑主导，物质主义盛行，文化、情感异化，个体

缺乏健康文化滋养。“中国之治”秉持社会主义

文明导向，在基层社区践行国家、社会和个人发

展三个层面的文化使命，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丰富了人民精神世界，同西方治理情

境中的个体异化形成鲜明对比，展现了“中国之

治”的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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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ty-building leading community-governance needs not only to focus on 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system, but more to be based on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the grass-root 
Party organizations, to civilize people with culture and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people.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Party-building leading community-governance involves three practical approach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it is imperative to strengthen national identity by upgrading ideological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al identity. At the social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public interaction by cultivating public 
spirit of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by shaping individual concept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meet individual spiritual needs by shaping a neighboring culture and by structuring a network of 
community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p Party-building leading 
community-governance is of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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